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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调和当时思想界宿命与立命的紧张关系，李绂提出了“有定之命”和“无定之命”的概念。而
要理解其背后的思想史状况，必须将其放到三个脉络中进行考察：其一，李绂的生命历程（生命史）；其二，
清初陆王思想的系统梳理（思想史）；其三，晚明清初的善书运动（社会史）。李绂提出的调和式命运观，
既解决了儒家命运观的紧张，也为明清善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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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性命问题的讨论，历来构成了传统儒学思想研
究的中心。唐宋变革以降，有关性善—性恶、宿命—立
命的讨论，越来越成为思想界讨论的重要话题。受各种
因素的影响，晚明清初的儒家命运观经历了深刻的变迁。
尤其是晚明善书运动的兴起，接续了宋儒对“气质之性”
和立命（“可变化的气质之性”）的讨论 [1]321。为调和当
时思想界宿命与立命的紧张关系，清初思想家李绂（1675
—1750年）提出了“有定之命”和“无定之命”的概念。
要理解其背后的思想史状况，必须放到三个脉络中进行
考察：其一，李绂的生命历程（生命史）；其二，清初陆
王思想的系统梳理（思想史）；其三，晚明清初的善书运
动（社会史）。李绂提出的调和式命运观，既解决了儒家
命运观的紧张，也为明清善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助力。 
从学术史角度来说，李绂虽然是清初的重要思想家，
在《清儒学案》及梁启超和钱穆同名本的《中国近三百
年学术史》中对李绂均有较详细的论述，但真正展开李
绂研究却是在 20世纪后期，其中黄进兴和杨朝亮的研究
成果较为重要。黄进兴《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的考察
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李绂思想发生的历史语境，二是
李绂的生命历程和思想观念，三是李绂思想与考据学及
世俗王权之间的关系 [2]。具体到思想内容上来说，黄进
兴的研究已经触及李绂命运观的主要内容，然而没有做
更细致深入的考察，即善书运动的思想脉络没有得到揭
示。其后杨朝亮《李绂与〈陆子学谱〉》的研究，并不以
李绂思想为研究重点，相关讨论也就自不够深入 [3]。正
是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集中讨论李绂对晚明清初儒家命
运观的调和，并从上述三个脉络中理解这种调和式命运
观的提出过程和历史意义。 
一、思想家李绂：政治与学术 
对于清初思想学术史的讨论，王国维曾指出“清初
之学大”的观点[4]。钱穆则指出其“上承宋明理学之绪，
下启乾嘉朴学之端”的过渡性质 [5]138。梁启超更是提出
清初期为朱陆之争，清中叶为汉宋之争，清后期为今古
文之争的观点[6]。凡此种种讨论，已经指出清初理学（广
义）的兴盛。而李绂身上，更是被标为“（清初）陆王学
者第一重镇” [7]165。因此在清初逐渐确立程朱理学为正
统（官方）意识形态的语境中，思想家李绂仍坚守陆王
心学，其背后的个体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有必要重新
梳理。 
作为思想家的李绂，正是成长于清初思想学术界的
这种大语境中。据学者考证，李绂生于康熙十四年（1675
年），卒于乾隆十五年（1750 年）[3]19，历康熙、雍正和
乾隆三朝。李绂一生经历了政治和学术的反复纠葛，两
者既构成了李绂生命的主线，也深刻影响了李绂的思想。
现有李绂的传记资料主要包括《清史稿 · 李绂列传》，全
祖望《阁学临川李公神道碑》《国朝先正事略》，袁枚《内
阁学士原任直隶总督临川李公川》，徐世昌《清儒学案》
等五种。梳理这些传记中的描述，不难看出李绂生命历
程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初期学术阶段，康熙十四年（1675
年）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出仕从政阶段，康熙四
十八年（1709 年）至雍正五年（1727 年）；晚期学术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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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雍正五年（1727 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 年）。 
康熙十四年（1675 年），李绂出生于江西抚州府临川
县，其出生之时家中“无尺寸之土”，只能“僦屋而
居” [8]486，可知其家境之贫寒。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李
绂“少孤贫，好学，读书经目成诵”，好学的李绂因此有
“神童”之称[9]4071。李绂曾回忆少时的读书情况，“余年
十岁时，戏以其意为诗，匿不敢示人。十一岁，始得律
诗粘背之法于蒙师吴迂斋先生，明年遂大为之”。由于爱
好诗歌辞赋，“与里中诸先生为诗社”[8]229。由此可知，
早年李绂的主要兴趣不在理学或政治，而在文章辞赋。
据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记载，李绂虽“无赀买书”，
但“借贷于邻人”[10]312，加上天资聪颖，过目成诵，于
是开始走上治学的道路。检阅《穆堂初稿》可以看出，
这段时期李绂的主要著作包括《李氏裘书》《章门杂诗》
《楚游杂诗》和《吴征草》等主要诗歌辞赋，其兴趣侧
重已表现得相当明显。在此期间，李绂先后北上出游南
昌、九江和汉口，东进出游浙西和江南。不仅开阔了视
野，也交游天下士林，对其冲击极大。另一对他产生很
大冲击的经历就是四度参加乡试无果，其间还因其移民
身份被好事者污为“冒籍”，初次的举业经历已让李绂感
受到了仕途的艰险。 
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李绂终于进士及第，正式
步入了出仕从政的阶段，先后担任编修、内阁学士、署
吏部侍郎和广西巡抚等职。然而在短短的 16 年政治生涯
中，李绂前后两次经历了政治波动，不仅极大影响了其
仕途升迁，甚至差点儿危及个人生命。其中第一次发生
在康熙五十九年（1721 年），其时担任会试副考官的李绂
因发榜之时，京城发生被视为不祥之兆的黄雾大风，康
熙皇帝命令更改了皇榜，致使部分考生聚集于李绂门前
抗议，李绂因此受到参劾，被罢官免职，取消俸禄，发
配去协助永定河的保护工作。第二次发生在雍正四年
（1725年），其时李绂在担任广西巡抚近两年后，被擢升
为直隶总督。归京途中与时任河南巡抚的田文镜互参，
雍正皇帝借机发动“科目朋党案”。“科目朋党案”，实是
一莫须有的案件，据史松研究，雍正皇帝发动此案的目
的主要在于吸取明亡的教训 [11]109 − 110。此案对李绂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下狱期间两次被带到刑场，面临生死抉
择；后虽被赦免但被免职，送入翰林馆编修《八旗通志》，
由此开启了李绂晚年的学术生涯。 
雍正五年（1727 年）以后，李绂先后供职于八旗志
书馆、三礼馆和明史纲目馆，这期间完成了生命中最重
要的著作，包括《陆子学谱》《陆子年谱》和《朱子晚年
全论》。通过这些著作，李绂系统梳理了陆王以来的心学
传统。这里所说的梳理，既包括重新整理陆王心学的脉
络，也包括重新思考陆王心学的修短。因为在晚明清初
的思想界，以东林党人及其影响下的学者主张在反思“入
于狂禅”的陆王心学的基础上，回归程朱理学正宗。思
想界的这种主张，与入关平定中原的满清帝王不谋而合。
清初帝王很快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在
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史称李绂“好辨朱陆异同”[12]312。
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义理思辨和学术考证等方式，重
建陆王学统，在理念上形成与程朱理学的抗衡。对于李
绂晚年的这种思想和学术取向，黄进兴在《优入圣域
——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中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讨
论[13]437。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李绂对陆王心学的
系统梳理，实际上本身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甚深，这也是
其撰写《朱子晚年全论》的重要缘起。也就是说，李绂
其实是在调和陆王与程朱的过程中，认同和坚守了经过
自身系统梳理和调适的陆王心学。 
政治与学术交替构成了李绂生命的主线。在政治生
涯方面，李绂经历两次政治变动，多次身陷囹圄，然而
其自称：“吾苟内省不疚，生死不足动其心，何况祸福！
祸福且不足动其心，何况得失！”[14]729在学术研究方面，
李绂通过系统梳理陆王心学的学统，充分认识和认同了
陆王心学，并在调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具有调
和色彩的思想观念，其中尤以命运观最为显著。如李绂
以“为人应随机应变以候命，处世应遵规守矩以候命”
为座右铭，黄进兴的理解是“李绂对命的概念的理解不
应被作为纯粹的学术行为来看待，而应被当视为一种个
人对自身生存困境的反映”[2]61，道出了个体生存状态和
生命历程对李绂思想观念的影响。 
二、儒家命运观：宿命与立命 
早期的儒家命运观，主张以知命、俟命以正命的途
径。正如史华兹（Benjamin Ischwartz）的理解，“（孔子
相信）他所能控制的惟一领域就是自己的修养，以及他
对弟子们施加影响的能力”[15]143，因此人所能影响自己
命运的只有修身，至于修身的结果则无法保证。从性—命
论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无法在人性善恶与个体幸福之
间建立联系或对等关系，是重要而致命的缺陷[16]177 − 178。
中古以前的性命论学者，主张从才与情或习与性的关系
来理解性善理论，至韩愈完整提出“性三品说”而止。
宋明理学提出以降，以“气质之性”和“变化气质之性”
为契机，儒家命运观逐渐出现从宿命到立命的转变。对
于这段思想史的理解，前人学者已做过相当系统深入的
研究，此处不拟系统梳理，只想指出发展到晚明以后，
由于“善书运动”的兴起，加上阳明左派对“造命”的
倡导，儒家命运观越益表现出从宿命到立命的趋向，不
断呈现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与此同时，以刘宗周等
为代表的正统理学家对善书的批判，仍然维系着固有的
宿命观。正是晚明清初儒家命运观在宿命和立命之间的
紧张关系，为李绂重新思考命运观提供了思想语境。 
在黄进兴看来，对“命”的看法是理解李绂思想的
起点，因此黄进兴在《李绂与清初陆王学派》中，辟出
专节讨论李绂的命运观念，指出“李绂命的思想有两个
组成部分：一是人必须接受的有定之命，二是有待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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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无定之命”，并且认为“对于这两种命运，可以有
两种学习方法。应对有定之命的是宿命之学，应对无定
之命的是立命之学”[2]78。根据李绂的《原命》可知，李
绂认为“命之说有二：有有定之命，有无定之命。有定
之命，俟之而已；无定之命，立之而已。故君子有俟命
之学，有立命之学”[8]404。这里所说的“俟命”，实是宿
命的另一种表达。由此可知，李绂将“有定之命—宿命”
和“无定之命—立命”对举并论，主张一种调和式的命
运观念。那么到底什么是“有定之命”，什么是“无定之
命”呢？ 
在李绂看来，所谓“有定之命”，就是世界上有些客
观事物或事物的发生与演变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因此可以理解为“天命”： 
天以阴阳之气化生万物，而人为最灵之物，命
不足论也，于人乎验之。凡气有消必有长也，有生
必有息也。消长生息，互为乘除。故人之所值，有
盛必有衰也，有衰必有盛也。当其盛不能遽使之衰，
故曰：“天将兴之，谁能废之”。当其衰不能遽使之
盛，故曰：“天之所废，不可支也”。此命之有定者
也。[8]404 
至于“无定之命”，李绂则说： 
天之生人也，有是气又有是理，气有消长，理
无消长。气有生息，理无生息。盛者不遽就衰，而
君子不敢不忧其盛，衰者不遽复盛而君子必有以救
其衰也。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此命之
无定者也。[8]404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李绂主要以“气”来解释“有
定之命”，以“理”（与“气”结合）来解释“无定之命”，
最后得出“命也有性焉”的开放性结论。在此基础上，
李绂以理、气概念进一步解释了“有定之命”和“无定
之命”。虽然理、气、心、性是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在
晚明清初的思想界也相当常见，但在由此提出一套系统
的解释性观点方面，李绂仍具有典型性意义。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李绂进而将“有定之命”分为
四种：天下、国家、家庭和个人 [8]404。为什么这四者被
认为是“有定之命”呢？所谓“有定之命”，就是君子可
以“立”之命（即自身可以掌控的部分），因此虽有“气”
的因素在，但是“论理不论气”，或者说“理”胜于“气”，
因此是所谓“有定之命”。然而，如果将天下和国家之命
归属于“有定之命”，是“理胜于气”的结果的话，那么
具体到家庭和个人的命运上，“有定之命”就无法得到很
好的解释。李绂非常清楚这一点，因为“尝见为善者，
未必获福，为恶者，未必获祸”[8]404 − 405。李绂在这里描
述的，实际上是常见的善恶报应失灵的现象，是解决性
之善恶与人之祸福的关键性环节。基于这种认识，为了
更好地完善其命运观，李绂提出了“积”的概念，并以
理、气关系为主线，去解释这种立命和宿命之间的调和
关系。在他看来，“积之道”不仅适用于身家层面，也适
用于天下国家层面，只不过是在前者表现得更为明显而
已。正因为命运中“积之道”的存在，所以“有定之命，
则居易以俟之，所以息怨尤；无定之命，则修身以立之，
所以扶人极也” [8]405。这样一来，李绂提出“有定之命
—宿命”和“无定之命—立命”两种命运观，以理、气
的运行为主轴，以“积之道”为方法，提出了圆融系统
并富有解释性的命运观念。 
在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李绂调和式命运观背后的思
想基础，如前所述，这与李绂对陆王学统的整理和修正
有密切关系。大体上说其思想基础涵括两个方面：其一，
理气二元论；其二，无善无恶说。就前者而言，虽然黄
进兴强调，在理气观方面，李绂主张理气一元论。但从
上述对李绂命运观的讨论中——“天地之生也有时气，
又有是理”，毋宁说是理气二元论。只不过这种理气二元
论的背后，李绂又强调理气二者的统一关系。具体到本
文的讨论主题，理气可以解释为影响命运的一体两面。
也就是以理气与有定之命、无定之命配合，形成两种范
畴式的讨论关系：气—有定之命—宿命；理—无定之命
—立命。在解释“无定之命—宿命”时，强调的是“气”；
在解释“有定之命—宿命”时，则强调“理”。这种讨论
方式，与稍早于李绂的另一位思想家张尔岐颇为相似。
在《袁氏立命说辩》中，张尔岐就宿命与立命的关系作
了讨论，认为“天”乃是自然理势之天，非人格化的纪
功录过之天，因此主张传统宿命论[17]44 − 49。李绂的不同
之处在于，一方面以“气”来解释有定之命，另一方面
又用“理”来解释无定之命。有定之命是无法改变的，
无定之命则可以改变。就无善无恶说而言，李绂认为“气”
的存在不会受到善恶影响——实际上否定了宋儒以来的
“气质之性”，这已经可以明显看到李绂与程朱学者之间
的不同，但与此同时，李绂又强调善恶行为会导致理的
改变，从而发生对气的影响，因为理与气是相互关联、
相互作用的。由此看来，心性的关系与理气的关系一样，
是“一即是二，二即是一”的 [8]414。李绂的这种无善无
恶说，显然来自王阳明“天泉证道”中的“四句教”：无
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
善去恶是格物[18]141。在晚明清初由此“四句教”引发的
思想论争，直接影响了李绂对“性—命”的讨论。由此
影响下的善恶论争，李绂的观念蕴含的言外之意其实是，
人性无善无恶，即人性可善可恶，这在其《功过格序》
中已有明确表述[8]607。 
在晚明清初的思想界，李绂对命运观的讨论不免受
到当时的影响。如何在“宿命—立命”的二元对立儒家
命运观之间做出调和，是李绂在系统整理和修正陆王学
统的过程中所要思考的命题。在一系列的论著中，李绂
提出并完善“有定之命”和“无定之命”的概念，并将
其建基于理气二元论和无善无恶说的理论基础上。不过
倘若仔细追溯这种“在宿命与立命之间”的调和式命运
观，就会发现除了受到李绂自身生命历程和陆王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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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之外，尚与晚明清初的善书运动有密切关联，这应
当是理解李绂命运观的第三个维度。 
三、功过格实践：背景与渊源 
善书（或称劝善书），是一种劝善戒恶的书籍，最早
产生于宋代，流行于明清时期（尤其是晚明清初），主要
类型包括“三圣经”（《感应篇》《阴骘文》《觉世经》）和
《功过格》。酒井忠夫认为，晚明清初兴起了一场“善书
运动”，其标志是袁黄的《立命篇》、云栖祩宏《自知录》
和颜茂猷《迪吉录》 [19]17。善书宣称通过对自身行为善
恶的量化计算，可以掌控自身命运（立命）的做法，与
传统儒家的宿命观相悖，两者之间因此发生了激烈的思
想论争。在李绂之前的思想界，主要经历了晚明刘宗周
的《人谱》、清初张尔岐《袁氏立命说辩》和吕留良《四
书讲义》三次针对善书的批判。李绂对命运观的讨论也
就不免受其影响。 
其实李绂不仅阅读善书，而且践行《功过格》，在某
种程度上，这也体现了李绂知行合一、注重实践的思想
风格。在《答徐编修昼堂书》中，李绂提到自己少年时
践行《功过格》的情况： 
弟于此道，十四五岁即有志焉。资薄质轻，乍
起旋仆，因念卜子有小德岀入之云，遂略去疏节，
止守大纲，全用力于经济文章，安心其次，以靳不
朽。二十四岁，复思向上，刋一省身格子，日逐点
检，惟居处恭三字，终不能学，又复中止。[8]81 
引文中所说的“省身格”就是《功过格》的一种，
因《功过格》专用于修身，故有此名。明末清初之时，
以“省身格”为修身之用者，远不止李绂一人。明代顾
裕愍撰有与“省身格”同名的著作，当是修身养性，劝
善戒恶之书无疑[20]345。后“省身格”之名屡有出现，如
陈寿祺《皇清勅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官
孙君墓志铭》即记载，“君天挺淳至，力行修已养性之学，
日记省身格以自励”[21]400。而在清初的思想界，以颜（元）
李（塨）学派为代表的思想家，更是发起了“修身运
动”[22]42 − 52，成为在那个“解放”时代道德严格主义主
张的代表人物。清初以《省身录》或《省身格》为著作
之名，进行修身活动的最著名的思想家，当属颜元弟子
王源莫属。尽管以颜李学派为代表的修身运动，主张不
读异端之书，回归淳儒修身，但是其方式方法已经受到
善书运动的影响。 
在《原命》的开篇，李绂就指出“人所以不能为圣
贤者，病在信命⋯⋯且人之所以不能为圣贤者，又病在
过于信命” [8]404，已经不难看出其思想指向。这里批判
的是正统儒家固守宿命之道的观念，其原因在于，命有
无法改变的“有定之命”，更有可以改变的“无定之命”。
借助善书实践，无疑可以很好解决儒家的困惑，即在个
人行为的善恶与个体命运的祸福之间建立直接关联。在
李绂看来，时人“信命”所“信”只是“有定之命”，至
于“无定之命”，因不知其存在而无法认识： 
今之人徒知命之有定，因以放达任运为俟命，
不知有立命之学，固自弃其可求之福，而无异于不
灵之物；其或不知命之有定，又不务修德积善以立
命，徒欲以诈力趋利而避害，以求非分之福。[8]404 
这段论述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李绂的调和表现：其
一，倘若只知命之有定，则“放达任运为俟命”，出现“自
弃其可求之福，而无异于不灵之物”的结果；其二，倘
若只知命之无定，则“不务修德积善以立命”，出现“徒
欲以诈力趋利而避害，以求非分之福”的结果。这两者
都非传统儒家所能容忍——在李绂为《功过格》所撰序
言中，将前者看作是“自暴自弃者”。少年李绂曾践行过
《功过格》，但晚年的李绂似乎并未继续坚持，但对善书
命运观（立命）与儒家命运观（宿命）之间的关系，李
绂一再有所论述。亦即虽不再践行《功过格》，但善书系
统的重要概念如“积”“数”“算”等已深入其观念中。《功
过格序》是李绂文集中唯一可见的善书著作，此文将其
调和式命运观表现无遗。兹全文引用如下： 
事有名不善，而人恶居之者矣；未有名为善，
而犹让之者也。名为善而犹让而不居，则惟功过之
格而已。其懦者曰：“吾不为不善已耳，吾何敢为
善？”其悍者曰：“此不过二氏余论，亦何足为善”。
噫！此正孟氏之所谓自暴自弃者也。孔子曰：“道二：
仁与不仁而已矣，入乎彼则出乎此”。吾既恶居于不
善，而又不欲为善，则将何适而可？某君，某豪上
士也。独孜孜为善。尝以已意裒辑《功过》诸格，
汇为一书，尽去轮回虚罔之论，使粹然一出于儒者。
既以持之已，又欲公之于人。余喜为序而行之。世
之君子，苟恶乎不善之名之不可居，而又奋然于为
善之名之不必让，循循然由勉强几成熟，以造乎寡
过之域，则虽尽屏计功谋利之私，不必尺寸较量，
谓某功当得某福。而“余庆余殃、惠迪从逆”之说，
见于六经，不我诬也。天之所以福之，必有确然而
无疑者。不然懦而自弃，或悍而自暴，吾见其终身
于不善耳。试检此格省之，且内热面惭，汗出而食
不得下咽，其亦何以自安也哉！[8]607 
在这一篇幅极短的《功过格序》中可以看到，李绂
所调和的已经不再局限于儒家内部有关宿命与立命的争
论，而是延伸到儒家外部，调和善书立命观念与儒家宿
命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既以持之已，又欲公之于
人”的论述来看，此《功过格》虽“尽去轮回虚罔之论，
使粹然一岀于儒者”，但仍是一种劝善戒恶的书籍。看来
李绂是深信善书的立命之道，因为“天之所以福之，必
有确然而无疑者”。 
然而应当看到，李绂调和儒家宿命观和善书立命观
的做法，与对陆王学统的系统整理和修正有关。因为在
晚明清初善书运动的思潮中，以阳明左派思想家为最主
要的推动力量。袁黄《立命篇》主张的立命观念与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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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的“造命”主张不谋而合，因此泰州学派的许多成
员，如管志道、杨起元、周汝登、陶望龄等，均对善书
抱有浓厚的兴趣 [19]215 − 231。甚至当时影响最大的善书作
者袁黄也是泰州学派的重要成员。泰州学派的后期代表
李卓吾不仅在南京刊刻《感应篇》，而且亲自注释《因果
录》[23]。因此清初程朱思想家张尔岐将袁黄与李卓吾相
提并论，视之为“异端”[17]44 − 49。阳明左派的这种极端
立命观与传统儒家宿命观已经大为相左。而李绂在清理
和修正陆王学统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对此加以注意。 
 
唐宋变革以降，儒家命运观逐渐出现从宿命向立命
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长期而复杂，远不是线性的因
果叙事所能呈现。只是到了晚明清初，儒家学者越来越
普遍地讨论命运。其现实的原因，正如吴震所说“道德
行为如何保证个人及家族得到最大限度的福祉”是他们
普遍思考的问题[24]。清代思想家在李绂之后，以《原命》
为主题进行讨论的学者还包括全祖望、张望、恽敬和孙
原湘等人[25]119 − 120。调和是这些学者最普遍的思想特点，
晚明清初调和式命运观的出现是时代性特点，而李绂作
为创始者影响自尤为大。 
晚明清初儒学思想界的内外环境，为李绂命运观的
论述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儒学内部，程朱理学被尊为官
方意识形态的正统化过程中，李绂对陆王学统进行了系
统梳理和修正，从而以理学二元论和无善无恶说为基础，
提出了“有定之命”和“无定之命”的划分。在儒学外
部，以善书立命观与儒家命运观进行调和，指出两者之
间各自存在的偏差。加上自身从小开始的功过实践，李
绂充分吸收了善书的立命观，以与传统儒家的宿命观进
行调和。这种“有定之命—宿命”和“无定之命—立命”
的调和式命运观，在明清思想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儒家学者自身来说，在性之善恶与人之祸福之间建
立了联系，找到了一条从宿命通往立命的道路；对于“善
书运动”来说，以立命观调和宿命观的做法，在客观上
为其提供思想发展的助力，因此，清初以降越来越多儒
家学者主张信奉善书，不能不说是这种调和观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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